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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用草甘膦除草剂对土壤质量影响的研究进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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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草甘膦除草剂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物资,过量使用会导致大量草甘膦及其衍生物在土壤中残

留,对生态环境安全构成威胁。通过系统阐述草甘膦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过程,以及草甘膦对土壤生物及

环境质量的影响,着重分析了草甘膦对土壤蚯蚓、微生物群落的毒理效应,草甘膦与土壤其他污染物的协

同效应和草甘膦驱动土壤碳氮磷生物地球循环变化。同时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,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重

点:(1)加强草甘膦的降解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,并筛选更高效降解能力的微生物菌株,提高草甘膦降解

效率和修复草甘膦污染环境的能力;(2)定期开展农业环境中草甘膦的检测和风险评估,摸清草甘膦在喀

斯特区的迁移路径,探索草甘膦在岩溶地质中的吸附和去除能力,以更好地评估岩溶地质的碳汇稳定性和

水生生态系统的安全性;(3)借助酶化学计量学等研究方法,探明草甘膦在土壤中的转化速率、通量以及与

微生物代谢和营养需求、环境效应之间的耦合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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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Glyphosateherbicidesareessentialmaterialsinagriculturalproduction,butexcessiveusecanleadtoa
largeamountofglyphosateanditsderivativesremaininginsoil,posingathreattotheecologicalenvironment.
Bysystematicallyelaboratingthemigrationandtransformationprocessofglyphosateintheenvironment,as
wellasitseffectsonsoilorganismsandenvironmentalquality,thetoxiceffectsofglyphosateonsoil
earthwormsandmicrobialcommunities,thesynergisticeffectsofglyphosatewithothersoilpollutants,and
thechangesinsoilcarbon,nitrogen,andphosphorusbiogeochemicalcyclesdrivenbyglyphosatewere
emphaticallyanalyzed.Atthesametime,thedeficienciesofthecurrentresearchwerepointedout,andthe
focusofthenextresearchwasputforward:(1)Strengthenthestudyonthedegradationmechanismsand
influencingfactorsofglyphosate,andscreenformoreefficientdegradingmicrobialstrainstoimprovethe
degradationefficiencyofglyphosateandtheabilitytoremediateglyphosate-contaminatedenvironments.
(2)Tocarryoutregularmonitoringandriskassessmentofglyphosateinagriculturalenvironments,mapout
themigrationpathwaysofglyphosateinkarstareas,exploretheadsorptionandremovalabilityofglyphosate
inkarstgeology,soastobetterevaluatethecarbonsequestrationstabilityofkarstgeologyandthesafetyof
aquaticecosystems.(3)Byusingenzymestoichiometryandotherresearchmethods,theconversionrate,

flux,and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glyphosateandmicrobialmetabolism,nutritionalrequirements,and
environmentaleffectsinthesoilcanbeexplore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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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草甘膦除草剂作为提高农业生产和作物产量的

重要生产资料,被广泛用于农业、林业、水产养殖及城

市环境的杂草控制。草甘膦在环境不断富集,可能威

胁到土壤的生产和生态功能,影响生态环境安全和人

类健康[1-3]。我国是世界草甘膦生产国和使用国之

一。据统计[4],2018年和2019年,中国草甘膦农药

生产量分别为50万t和55万t,2019年的中国草甘

膦使用量占世界8.9%,未来“免耕”种植农业和抗草

甘膦作物的扩大,以及国家对百草枯等剧毒除草剂的

禁止,草甘膦需求将继续增加[5]。随着草甘膦的大量

使用,在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的地表水、土壤及地下

水等环境中均被广泛检出草甘膦(表1),其中,在阿

根廷土壤中的草甘膦高达(2299±476)μg/kg,其检

测草甘膦浓度已超过了美国(700μg/L)和欧盟(0.1

μg/L)的最大污染限制[6]。草甘膦残留可能改变土

壤质量,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,威胁土壤

和水生生态系统安全[7-9]。有研究[8,10]表明,施用草

甘膦改变了土壤中碳磷循环过程、微生物活性以及群

落结构。另外,草甘膦还可以通过风侵蚀的沉积物和

灰尘作为环境运输途径,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远超出

其应用的农业地区[3,11]。
喀斯特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独特的复杂性和脆弱

性,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对人类健康、水生生态系统、社
会经济发展和农业活动的影响在过去几十年里已成为

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[12-13]。据统计[14],全球大约1/4的

人口生活在仅占陆域面积10%~15%的喀斯特地区,喀
斯特地区大多是山区,以农业经济为主,土壤资源十分

稀缺,人地矛盾尖锐。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生产力的

下降,农业甚至已经扩展到斜坡和山脊上的边缘土壤,
高强度农业活动加剧土壤侵蚀、森林砍伐、化肥、杀虫

剂和农业废物的污染[15]。其中,农药的面源污染备

受关注,一方面是因为土壤污染物直接通过食物链对

人类健康造成不利影响;另一方面,喀斯特区浅薄岩

溶土壤对污染物的缓冲能力弱,污染物很容易通过高

渗透性的裂缝和水流管道网络快速地进入地表水和

地下水,对周边水生态系统构成威胁[16]。因此,本文

系统梳理草甘膦在土壤环境中的迁移转化、草甘膦对

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生态毒理效应,以及草甘膦对土

壤环境质量的影响等,为科学指导农业生产、土壤污

染防治、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提供参考。
表1 不同国家在土壤和径流中草甘膦残留情况

国家 样品 年份 浓度/(μg·L-1) 检测率/% 参考文献

加拿大 地表水 2002 6.07 22 [17]
美国中西部 地表水 2013 27.08 44 [18]

墨西哥 地表水 2015 1.42 100 [19]
阿根廷 地表水 2012 0.10~7.60 35 [20]
阿根廷 土壤 2012 2299±48 - [21]
德国 河流 1998 0.59 - [17]
瑞士 地表水 2016 2.10 - [22]
法国 地表水 2004 165 91 [23]

斯里兰卡 土壤 2015 270~690 100 [24]
斯里兰卡 湖泊 2015 28~45 - [24]

希腊 土壤 2014 26~4060 37 [25]
南非 河流 2015 0.42±0.04 - [26]

澳大利亚 河流 2018 1.80±2.20 79 [27]
埃及 土壤 2018 0.42±0.04 - [28]
中国 地表水 2018 32.49 100 [5]
中国 地下水 2018 2.29 100 [5]

1 草甘膦在环境中的降解、迁移及其
归去

  掌握草甘膦在土壤环境中迁移转化及其归趋是

开展其环境效应研究的基础。草甘膦在土壤环境中

的迁移转化过程见图1。草甘膦可以通过生物途径

或非生物途径降解,如吸附、化学催化氧化等。吸附

是控制草甘膦在土壤中迁移、转化及其归趋的重要途

径。其主要机制是通过草甘膦与不同土壤类型(砖红

壤、红壤、黄棕壤、黑土、乌栅土)、土壤的矿物(伊利

石、蒙脱石、高岭石、铁铝氧化物)以及土壤有机质(腐
殖酸、苹果酸和柠檬酸)之间通过离子交换、络合、氢
键、螯合、配位交换等吸附作用力发生作用[5]。化学

催化氧化是通过过氧化氢、Fe2+、高锰酸钾、活性炭、
臭氧等催化剂氧化催化有效降解或去除草甘膦。但

是目前所用氧化剂和催化剂均为人为制备,并且需结

合多种方法和技术才能最终达到处理效果,容易产生

二次污染等,限制其在实际中的应用。
微生物降解是草甘膦在环境中的主要降解途径,主

要包括细菌、真菌和放线菌,其中以细菌为主。微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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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解草甘膦的机制是通过草甘膦氧化还原酶的作用将

草甘膦分解为氨基甲磷酸(AMPA)和甘氨酸,然后将

AMPA进一步代谢为CO2、PO43-和NH4+,最终使草甘

膦降解为无害物质。具体包括2种途径(图2):一是草

甘膦先被C-N断裂酶催化为AMPA,然后AMPA在

C-P裂解酶进一步分解为无机磷、二氧化碳和氨气,或

AMPA在转氨酶驱动下分解为无机磷和甲醛;二是草甘

膦在C-P键断裂酶作用下转化肌氨酸和无机磷,肌氨

酸在氧化酶作用下进一步分解为甲醛和甘氨酸。其降

解强度取决于微生物活性、种类、生物量以及环境pH、
氧化还原条件等[29-30]。目前,可以将草甘膦作为磷源生

长的微生物主要有假单胞菌属、苍白杆菌属、无色菌属、
青霉属、酵母属、嗜热菌属、链霉菌属、曲霉属等[31-32]。虽

然已经分离出了一些具有草甘膦降解能力的微生物,但
是由于土壤pH、有机质和磷酸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,它
们修复草甘膦污染环境的能力仍然存在挑战。一方面,
草甘膦的化学结构比较简单,只有一种氨基酸基团和

磷酸基团,因此微生物降解草甘膦的过程相对困难,需
要多个酶的协同作用,且代谢产物也可能对环境产生影

响;另一方面,草甘膦在土壤中的降解速率较慢,需要在

特定的生境和条件下才能发挥微生物的降解能力,否则

可能出现降解效率低、代谢产物积累等问题。因此,为
了提高草甘膦的降解效率,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研

究草甘膦的降解机制和影响因素,并发掘和筛选更具

有高效降解能力的微生物菌株,提高草甘膦的降解效

率和修复草甘膦污染环境的能力。

图1 草甘膦在土壤中的迁移转化过程

图2 草甘膦的主要降解过程

2 草甘膦对土壤生物的影响
2.1 草甘膦对土壤蚯蚓的影响

蚯蚓被称为“生态系统工程师”,同时也是土壤健

康质量和肥力的重要生物指标[33]。草甘膦是一种广

谱除草剂,在控制杂草的同时,对蚯蚓等非靶标生物

也产生一定的影响。草甘膦暴露可能导致蚯蚓死亡、

行为异常(如降低移动速度和食欲减退等)以及生长

发育受到抑制等[34]。此外,草甘膦可能对蚯蚓的生

殖和生殖能力产生负面影响,从而影响种群的繁

衍[35]。草甘膦对蚯蚓的毒害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蚯

蚓体内的代谢和生理过程来实现的。草甘膦可以抑

制蚯蚓体内的氨基酸合成、糖原合成和ATP合成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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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代谢过程,从而导致蚯蚓死亡或生长发育异

常[36]。另外,有研究[37]表明,草甘膦对蚯蚓没有显

著的毒理效应,并且蚯蚓的体重和茧产量也没有受到

草甘膦的影响;Lescano等[38]研究发现,蚯蚓还加速

草甘膦的降解速率。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原因可是

受草甘膦的剂量、频率以及蚯蚓类型等多因素影响有

关。因此,亟须解决草甘膦对蚯蚓毒害阈值浓度或筛

选和培育耐受性强的蚯蚓品种。另外,优化农业管理

措施,替代或者减少草甘膦等化学农药使用,保护土

壤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平衡。

2.2 草甘膦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

微生物参与土壤有机质的分解、养分循环、土壤

结构的形成等土壤的生态系统过程。因此,开展外来

农药对土壤微生物的风险评估是科学指导农药使用

和污染防控治理的重要依据。草甘膦作为一种广谱

除草剂,通常会进入土壤中,对土壤中的微生物群落

产生影响:(1)土壤中部分微生物(如原核微生物的细

菌、放线菌,真核微生物的酵母、霉菌等)与植物的芳

香族化合物代谢途径是一致的,均经过莽草酸途径进

行生物代谢,因此,草甘膦对微生物的毒害机制与植

物相似,即通过莽草酸毒害微生物,抑制微生物群落

的生长和代谢,降低微生物的活性和数量[37]。(2)草
甘膦对土壤中的氮、磷和其他元素的循环和转化产生

影响,这些元素对微生物生长和代谢至关重要,草甘

膦的使用可能抑制微生物对这些元素的转化和利

用[39]。(3)草甘膦的使用可以导致土壤中有益微生

物较少,增加土壤病原微生物的数量。例如,草甘膦

导致土壤有益的荧光假单胞菌、锰还原菌和吲哚乙酸

产生菌数量减少,而增加有害的镰刀菌数量[40]。总

之,农药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是农业生产中不可忽视

的问题,然而,目前缺乏长期的监测数据,无法准确评

估草甘膦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持久影响。由于研究

对象和方法的不同,目前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

性。其次,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验室环境中进

行,缺乏实际田间试验的研究。综上所述,草甘膦对

土壤微生物的影响是一个复杂和多样的问题,需要进

行系统的研究来完善对其影响的了解。同时,需要采

取适当的农艺管理措施来减少草甘膦对土壤微生物

的负面影响。

3 草甘膦对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
3.1 草甘膦对土壤抗蚀性的影响

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是评价土壤抗冲抗蚀能力的

重要指标[41],而团聚体的形成和稳定与土壤矿物、有
机质和生物间关系密切[42]。草甘膦通过影响土壤矿

物、有机质和生物来间接影响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。
草甘膦在环境中的有效使用率仅有30%,其余被矿

物表面氢键的配位与阳离子吸附在土壤中,草甘膦在

矿物上的吸附能力依次为Fe3+-蒙脱石>Ca2+-蒙

脱石>Na+-蒙脱石和Fe3+-高岭石>Ca2+-高岭

石>Na+-高岭石[43]。残留在土壤中的草甘膦可能与

土壤中的矿物质反应,改变矿物的结构和化学性质,从
而影响土壤颗粒之间的黏着力和团聚体的形成和稳定

性。有机质可以通过其黏合剂的作用促进土壤颗粒之

间的黏结,而土壤有机质是影响草甘膦吸附量的主要

因素,草甘膦分子的羧基、氨基和磷酸极性基团通过氢

键与腐殖酸结合,影响土壤有机质的含量,进而影响土

壤团聚体的形成与稳定[44]。土壤微生物在土壤团聚

体形成和稳定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。总之,草甘膦的

使用可能加剧土壤中的团聚体失去稳定性,这可能加

剧土壤侵蚀和贫瘠化等问题。
植被是控制土壤侵蚀的有效工具,尤其是根系的

缠绕、固结和串联土体作用,提高土体的水稳结构和

抗蚀强度,从而使土壤不易被径流带走[45-47]。草甘膦

的使用打破根孔微环境平衡;同时驱动土壤团聚体、
植物覆盖、植物根系系统等近地表特征发生改变[45]。
草甘膦所致的根系系统死亡腐烂使土壤失去根系的

固结作用,渗透能力急剧减弱,抗虫性能进一步恶化,
为少数几次暴雨条件下地面超渗径流冲刷动力的形

成创造了条件。

3.2 草甘膦对土壤碳氮磷生物地球循环的影响

碳、氮和磷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发挥着关键作

用。近年来,草甘膦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大量投入,驱使

土壤氮、碳、磷生物地球化学特征改变。草甘膦不会直

接影响碳循环,但它可能影响植物的生长和死亡,从而

影响碳在生物体内的积累和释放。此外,草甘膦会杀死

微生物,从而影响土壤呼吸作用,导致碳从土壤中释放,
这可能会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。

草甘膦作为磷源添加到土壤,草甘膦中的羧基、膦
酸等基团与土壤中铝结合态磷、铁结合态磷和钙结合态

磷发生等点位竞争,从而降低土壤对磷的吸附固定能

力,导致土壤中磷释放,增加磷流失的风险[48]。土壤中

施用草甘膦提高了土壤磷酸酶的活性[10],加速有机磷的

矿化,从而提高有机磷的生物有效性。草甘膦土壤被微

生物酶降解产生的无机磷不仅能被微生物使用,也被植

物利用[49]。根据草甘膦的分子结构“C3H8NO5P”,

1mole草甘膦能够降解为1mole无机磷,在磷限制

条件下,部分浮游植物能够可以将草甘膦作为唯一的

磷源支持生长[50]。因此,在水生态安全防治过程中,
草甘膦对藻类供磷作用不容忽视。

微生物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重要驱动因素,草
甘膦通过改变微生物群落、酶活性影响土壤氮碳磷循

环。例如,施用高剂量的草甘膦时,增加有机碳降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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酶(葡萄糖苷酶)和有机氮降解酶(如N-酰-氨基葡

萄糖酶和氨基肽酶)的活性,同时也抑制土壤功能性

酶(过氧化氢酶、脲酶、转化酶和酸性磷酸酶)活性、土
壤细菌和真菌生长,进而影响碳氮循环[51-53]。此外,
草甘膦对碳氮磷的影响受到土壤类型、土壤理化性质

和农艺管理措施等影响[51]。例如,草甘膦可以刺激

中性pH土壤中的硝化过程,影响氮的转化[54]。

3.3 草甘膦对土壤其他污染物的影响

土壤重金属污染被环境学界称为“化学定时炸

弹”,具有不可逆性、隐蔽性和长期性的特点,草甘膦

含有胺、膦酸、羧酸基团等有机配体,具有较强的络合

金属能力,能够与土壤中的金属离子发生络合反应,
从而影响草甘膦或重金属对生物的毒性。例如,目前

的研究[55]已经表明,草甘膦与砷、镉、铜、铅、镍和锌

螯合,产生拮抗作用,降低其在土壤中的毒性和生物

利用度;此外,草甘膦可能会络合和解吸与沉积物结

合的重金属,最终将重金属从固相迁移到水介质中,
促进重金属污染物向地下水和表层水中的迁移。

残留在土壤中的草甘膦可能与土壤中其他的有

机污染物(如农药、工业化学品、石油和烷基苯等)共
存,对土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产生协同效应。例

如,草甘膦和抗生素的联合作用刺激有毒蓝藻的形

成,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危害比单一污染更大[56]。聚

苯乙烯微塑料和草甘膦协同通过增加抗氧化酶活性

来激活葫芦草抗氧化防御系统,以应对氧化应激[57]。
另外,草甘膦和农用地膜碎片之间的相互作用还降低

土壤溶解态有机碳和有机磷含量,导致生物可利用碳

和磷损失[58]。

4 存在不足与展望
草甘膦是一种广泛使用的除草剂,在提高粮食生

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,但施用草甘膦所产生的环境问

题已日益凸显。近年来,众多学者针对在草甘膦环境

中的迁移转化规律、生态毒理、环境化学等多领域取

得诸多成就,但草甘膦污染涉及到水、土、气等界面,
其作用机制十分复杂,包括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多过

程,亟须开展系统的研究来全面评估其对环境的影

响,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措施。
(1)草甘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安全、低毒性农药,

但在周边水体的检测频率仍然很高,其对土壤生物和

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可能被忽视。特别是在脆弱的

喀斯特地区,土层浅薄,下垫面粗糙易渗漏,加之高温

多雨的气候特征,草甘膦可能很少或没有自然过滤

(很少或没有化学分解)就进入岩溶裂缝或管网;草甘

膦随地表和地下径流搬运而发生污染风险转移,形成

非连续的污染风险格局,威胁岩溶地质碳汇稳定和水

生生态系统安全。因此,有必要定期开展农业环境中

草甘膦的检测和风险评估,摸清草甘膦在喀斯特区的

迁移路径,进一步探索草甘膦在岩溶地质中的吸附和

去除能力,以更好地评估岩溶地质的碳汇稳定性和水

生生态系统的安全性。
(2)土壤中的生物活性可以通过土壤中碳、氮、磷

和酶活性的增加来反映。此外,生态化学计量学可以

将元素之间的多重平衡,并与碳、氮、磷阈值建立联

系。同时,土壤酶活性被认为是评估土壤生态系统总

生物活性的敏感指标,对于农药生物降解也有重要作

用。酶活性还可以作为分解草甘膦的限速步骤之一,
对土壤中的氮碳磷元素的营养有效性也有影响。因

此,可以借助酶化学计量学方法来研究草甘膦在土壤

中的转化速率、通量以及与微生物代谢和营养需求、
环境效应之间的耦合关系。

(3)复合污染物质间的协同效应可以更准确地评估

环境风险,对于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

义。目前对于草甘膦与其他有机污染物之间的协同效

应的研究相对较少。这可能是由于草甘膦已被广泛使

用,并且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,与其他有机污染物的协

同效应可能存在差异。此外,研究这种协同效应需要复

杂的试验设计和数据分析。因此,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

探讨草甘膦和其他有机污染物对土壤生态系统的影响,
揭示草甘膦与其他污染物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,开发

出更有针对性、更适用的污染物处理方法。
(4)开展田间试验获取长期的监测数据,准确评

估草甘膦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持久影响。进一步发

掘和筛选具有高效降解能力的微生物菌株,提高草甘

膦的降解效率和修复草甘膦污染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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